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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边区戏剧运动

———以边区民众剧团戏剧革新为例

王 飞

( 陇东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戏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以延安为中心的戏剧革新引领着整个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抗战

戏剧成为中国戏剧历史上一个文化奇观，戏剧舞台上展现的诸多英雄、劳动模范等形象不仅仅最大限度的宣传动员了边区民

众，同时，也更好更恰当地映像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倡导的民族国家政治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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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戏剧蓬勃发展成为当代文学

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目前研究者大都从文

艺理论方面及宣传动员方面展开论述①，然而，抗战

戏剧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宣传动员的作用，它以何种形

式承载并传播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民族国家意识却为

学界忽略。笔者从边区戏剧革新的视角出发对民族

国家话语构建进行论述，认为: 边区抗战戏剧的革新

集中体现了官方所主导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解放区

的知识精英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与官方及基层民众达

成一致共识，乡村社会成为抗战戏剧唤醒民众民族国

家意识的巨大舞台，民族国家共同体成为三者的政治

诉求。诚如田汉所言“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

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
一、边区戏剧革新与传播

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集中众多的文艺团体，

如抗战剧团、鲁艺平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边保剧

团、关中剧团、陇东剧团、绥德民众剧团、延属文工团、

八一剧团、西北剧团、西北青年救国剧团等文艺组织，

这些团体集中了来自全国的文艺青年和众多名流。
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正确的办团方针指导，这些团体

大都依然遵循着在国统区的文艺作品，主要上演舞

剧、歌剧、话剧，有些甚至是国外作品，诸如《雷雨》、
《日出》、《钦差大臣》、《钟表匠与女医生》等，并且多

在部队机关中演出，很少深入到基层民众中去，很难

起到对抗战的广泛宣传作用。况且陕北民众对秦腔

情有独钟，对其他剧中或唱腔漠不关心，这给来自国

统区的文艺精英们一种难以被理解的情绪，一种英雄

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

志着文学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到来，解放

区的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开始走向民间大众、戏剧

艺术也走向乡村舞台，“‘向广大的工农兵学习’仅仅

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他们

必须在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创作出‘真正的’为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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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服务的作品。这时候，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

问题，即是如何让广大文化水平极低的农民成为他们

作品的阅读者、欣赏者。”［1］如何使戏剧形式承载民

族国家意象，如何引导民众的革命情绪成为当时戏剧

革新主要任务。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戏剧工作者创

作了乡村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 话剧、活报剧、秧
歌剧、田间剧、茶馆剧等。

乡村社会成为戏剧运动的广阔舞台。“因为抗

战的支持必须动员社会的各阶层，而且必须使每一个

落后的民众都能接受抗战的意义”，“而在中国，在文

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手

段就是戏剧”［2］。事实上，早在《讲话》发表之前延安

本土的剧作家已经开始了文艺革新的尝试，并受到很

好的效果，后来成为边区甚至整个解放区的文艺革新

运动的典范。1938 年 7 月 4 日，马健翎领导的“乡土

剧团”与延安市工人业余剧团合并，成立了陕甘宁边

区民众 剧 团，它 边 区 政 府 领 导 下 的 第 一 个 专 业 剧

团。① 成立当晚就出演了新戏剧《好男儿》和《一条

路》②生动的剧情激发观众的激情，观众“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呼声响彻云霄，这次新

剧的上演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1937 年 12 月，田汉

等人的倡导下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并通过了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明确了“以演

剧服务于抗战、推动抗战，使舞台成为传播、建构民族

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场所”，随后上演的以揭露日寇

蓄谋已久的侵略方针、激励国人英勇抗日为主旨的

《保卫卢沟桥》收到很好宣传效果。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之初，繁重的宣传任务

需要大量的有新内容的剧目，有时一天要上演五六

部，连续巡演十几天更需要大量的新剧。而当时因为

人才的缺乏，剧目创作难以满足演出需要，编剧想出

了“采用旧的形式而渗入新的内容的剧本。在边区，

以秦腔最为受群众欢迎。吸收本地的演员，采用已有

根底的秦腔演出。剧情仍然是和话剧一样，只不过对

白用秦腔的调子唱出来，这是更会受边区群众欢迎

的”［3］。可以说“旧瓶装新酒”的剧目改造是被逼出

来的，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戏曲实验标志着文艺革

新的到来，抗战戏剧大幕的拉开，成为现代戏剧发展

过程中的成功典范。
1938 年 10 月，马健翎根据一位从前方下来的老

同志讲的一个真实故事新创作出一部秦腔现代戏

《哪台刘》。故事讲的是绥远省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哪

台庄村，有一位名叫刘金山的汉子，五十开外，他生性

豪爽，喜结四方朋友，爱打抱不平，成为方圆百里的群

众领袖，人 们 也 都 不 再 叫 他 的 名 字，而 称 他“哪 台

刘”。日本鬼子入侵之后，杀吃了他家心爱的耕牛，

欺辱妇女。刘金山忍无可忍，率领他的儿女和乡亲们

拉起队伍，和鬼子斗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后来

成为一支革命的武装的故事。剧情跌宕起伏，人物感

人肺腑。
民众剧团组织起了在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巡回

演出，在团长柯仲平的领导下，从延安出发，途经 30
多个区县，行程 2500 多里，历时 4 个月。上演的剧目

有《流寇队长》《小先生》《上海小同胞》《冲上前去》
《中国的拳头》《好男儿》《有办法》《一条路》《小放

牛》《回关东》及《哪台刘》等。这些戏剧与抗战紧密

结合，或正面颂扬，或反面警醒，由于这些剧目均取自

民众身边的事情，甚至有些服装道具都是从民众哪里

借的，使民众有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在再现抗日战争

的情形中给民众提供一个共同仇恨的目标，如汉奸、
流寇、日本帝国主义等，同时也给予民众展现了民族

国家形象，如同胞、民主、救亡、抗日等。
不难发现，新剧目与边区的生活密切相关，它成

为动员民众发展生产、坚持抗战的有力宣传工具，成

为向民众灌输“民族国家”意识的政治教材，乡村社

会成为剧团革命宣传的舞台。
二、新戏剧承载的民族国家意象

1938 年初，艾青著文指出: “有一些剧本取材常

常欠通俗化，这样的戏一拿给农民去看他们自然看不

懂，而且不高兴在看，因之也失去了我们宣传鼓动的

作用。……多多采用街头剧的方式演出或是歌唱。
这是一种最简便的方法，没有舞台、布景等等的麻烦。
而演出却同样能感动观众———崔嵬先生的《放下你

的鞭子》，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街头剧应用在小乡

村里最为合适，因为不需要什么坐位和台子，更能够

吸引广大的群众来看”［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前，几十年来新演剧

的主要形式是话剧……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后……
在形式上，除原有的话剧外，采用了广大群众所喜闻

乐见的秧歌形式。在演剧与现实斗争密切结合的不

45

①

②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直属于中央宣传部和边区党委领导，柯仲平亲自担任团长，刘克礼同志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

俩人任剧务主任，墨一萍任教务主任。
这两出戏的核心，就是表现出，要想使我们的民族不衰亡，就要有一批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儿女。中国人民要想

过上好日子，就只有起来参加革命，打败并赶走日本侵略者这一条路。



断实践中，发展了旧的秧歌形式，创造了新的歌剧形

式。这在整个文化战线上说，是个伟大的革命，在整

个演剧运动上说，也是个伟大的革命”［4］。1939 年，

夏衍提出了抗战戏剧理论“八一三以来，中国的剧运

可以大致说，已经完成了普遍化的第一阶段了但距离

完整的，作为抗战建国之最有利的武器的戏剧艺术，

还隔着一个很远的路程，因此必须建立抗战戏剧，而

且是要用戏剧来推进抗战”［5］。
“由于对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强调，特别

是强调它在现实生活中直接的鼓动作用，亦即追求生

活和艺术的某种同一关系，这使得延安文艺更看重能

够直接介人生活的艺术样式，人们往往将静态的阅读

转化为动态的行动参与。这样，秧歌、戏剧等文艺样

式就成为延安文艺最重要的艺术样式。［6］经过改造

的新秧歌剧目中“男的头上扎有白色英雄结，腰束红

带，显出英武不凡的气派; 女的腰间缠着一根长绸带，

两手舞着手绢，踏着伴奏的鼓点起舞，动作细腻而泼

辣。男的领队手执大铁锤，女的领队手握大镰刀，分

别代表工农。男、女秧歌队员全体出场后，先跑一个

回场，然后男女分开，各自围绕成两个圆圈舞蹈。后

来，男女两队汇合起来，女的绕成一个小圈，男的在小

圈外而舞蹈。跳了一会儿，然后两队又再分开，接着

就有一队装扮成八路军战士穿插进来，这时，秧歌舞

队形内有了工农兵，变化就更多了。霎时唢呐吹响

了，场子里一片欢腾声，大家都唱起边区大生产的歌

曲，一面歌唱，一面表演工农兵大生产［7］。
由于戏剧“最易于感受到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

骚动，又由于直接面向观众，因而剧场在某种程度上

便成了反映敏捷的时事晴雨表。在那里，新的政治题

材被及时表现，特定的政治观点得以表达，演剧成了

传送社会信息的信史，而观众则与社会整体进程联为

一体，与民族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相互依存，个人

在集体记忆之中复活”［8］。
1940 年元月，边区第一次文代会在延安召开，边

区文协主席艾思奇在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上总结说:

“边区的艺术界所表现的成绩有这样几点，最主要而

最有力的表现是民众剧团的组织。民众剧团所运用

的完全是边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秦腔，因此在农村

中有极大的影响，对于政治上与民众的动员，民众剧

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需要能唤起广大

国民高度抗战情绪为实现崇高的建国理想不顾一切

牺牲的作品。”［9］革命英雄主义始终是战时戏剧的的

主旋律，解放区抑或国统区的戏剧舞台都忠实地遵循

这一原则。
仅以边区民众剧团为例，战时该团舞台上始终活

跃着一大批英雄形象，《哪台刘》中的刘金山，《血泪

仇》中的王仁厚，《中国魂》中的唐俊峰，《刘二起家》
中的刘二，《模范城壕村》中的张振财，《大家喜欢》中

的王三保，《打渔杀家》中的肖恩和女儿桂英，《马杏

儿》中的马培恩和马杏儿父女，《徐海水锄奸》中的徐

海水等等。这些英雄中或为锄奸英雄、或为生产模

范，或为反封建压迫的代表，他们不顾自身安慰及经

济利益甘为民族国家着想，他们凭借自身的抗争或努

力成为边区民众的政治榜样，激励着边区乃至全国人

民走向抗战的胜利。
民众剧团紧密配合战争形势进行宣传动员，皖南

事变发生之后，为揭露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丑恶本

质，剧团紧急创作上演了秦腔《抓破脸》，该剧揭露了

反动派的罪恶本质，宣传教育了民众。更为重要的是

该剧在舞台效果上突破了传统的商场自报家门及上

场对子下场诗的套路，使用了具有现代戏剧意义的简

单布景。
1943 年民众剧团上演的《血泪仇》引起了整个边

区的强烈反响。这部戏描写了农民王仁厚儿子被国

民党抓壮丁，老妻和儿媳妇被走投无路被逼身亡，王

仁厚遂投奔解放区获得新生，儿子后来也参加八路

军。该剧通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个世界对比，展现

了国统区黑暗的社会生态，对比出解放区社会政治民

主，人民友爱。这部戏通过浓厚的阶级感情渲染，悲

苦情节动人心扉，台上台下常常是哭成一片。通过该

剧的宣传教育，边区民众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八

路军战士斗争意志更加坚决。
边区戏剧运动事实上是创作者根据政治要求，利

用戏剧原有的形式以填充新的内容，这种重新创作并

不“意味着对旧秧歌的否定和批判，民间文化的原始

自在形态，是得以升华了，还是被否定了呢”［10］。纵

观整个戏剧革新运动，传统戏剧中的那种才子佳人、
帝王将相、鬼怪神灵、忠孝节义剧目不见了，代之而起

的是有关民族国家意象的新剧目。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戏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

代”［2］。正如夏衍所说: “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

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已经是一个站在战斗最

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5］。以延

安为中心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历史上一个文化奇

观，戏剧舞台上始终体现着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
由于战争的社会生态，教育动员民众、宣传抗战

形势并积极引导民众情绪向抗战的有利方向发展是

战时戏剧的首要任务，“战时话剧舞台民族国家话语

的强势声音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其后的岁月中，演

剧继续将这种声音不断地发挥、壮大，( 下转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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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建安堡整体保存状况较差，主要病害为裂

隙( 缝) 、片状剥蚀和人为破坏，此外还有掏蚀、冲沟

和生物破坏等病害类型。遗址病害是在遗址自身因

素与环境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遗址土的

工程性质较差，因建筑工艺形成的裂隙和土中的夹杂

物为其薄弱环节。环境影响因素主要为雨蚀、酥碱和

人为破坏，次要影响因素为温差破坏、酥碱、冻融和生

物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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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55 页) 在这当中它构筑着辉煌，也留下诸多

遗憾供后人思索［8］。
毫无疑问，抗战戏剧的艺术讲述核心内容来源于

革命的现实，在艺术的背后当然也蕴含着相应的价值

观念和社会认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抗战时期即

赋予特定现象意识形态意义，从而对这一历史进程做

出价值判断。历史意义通过对历史现象的阐释而显

现出来，以抗战时期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和眼光

对该历史时期的现象作不同的取舍整合和阐释。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

中所生成的民族精神恰当地蕴涵在抗战戏剧的艺术

形式中。民族国家话语构建在抗战戏剧的艺术形式

中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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